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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汉双语教师培训面临的困境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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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汉双语教师培训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 “民汉”两种文化冲突的文
化困境、双语教师培训路径的发展性困境、培训效果的变革性困境以及教师双语能力提高与需求满足的能力性困境
等。因此，要突破这些困境的束缚与压迫，就要建立多元化 “双语人”培养机制、建立大学专业引导下的职前职后双
语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机制、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双语教师培训协同创新机制以及建立以中小学为基础的双语教师实训
基地，以提高民汉双语教师培训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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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发展民族教育，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
法、义务教育法以及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中，都明
确规定了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的条款与支

持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工作的要求。截至２００７年底，
全国共有１万多所学校使用２１个民族的２９种文字
开展民汉双语教学，实行双语教学的中小学在校生

６００多万名，每年编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教材达

３５００多种，总印数达１亿多册。［１］但是，这些可喜
的成果与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与
民众接受优质双语教育资源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
大的差距，充分暴露了我国民汉双语教师培训的复
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一、我国民汉双语教师培训面临的困境

从文献分析与现实考察来看，我国民汉双语教

师培训面临着以下四大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
制约了民汉双语教师培训的质量与效益。

（一）面临 “民汉”两种文化冲突的文化困境
中华文化是我国所有民族 （即中华民族）的文

化总汇，并以汉文化为主体。但我国地域辽阔，不
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展现出
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在种属关系上，虽然少数民族
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少数民族文化

所具有的独特性在其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着强烈

的 “拒斥”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汉两种文化
冲突的现实。
显然，身处本民族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教

师，对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教师培训工作必将产生天
然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的跨文化心理也正是
不同民族文化由 “冲突”走向 “共融”过程中的必
经之路，但目前所面临的文化性困境却是不可规避
的，而且也是根深蒂固的。

（二）面临双语教师培训路径的发展性困境
教师是教育变革的执行者，是提高全民教育质

量的保证，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双语教师的能力与水平。我国少数民族
双语教师培训是在国家双语教育政策背景下 “自上
而下”推进的教育改革措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政治价值。
在实践中，民汉双语教师培训出现了理论研究

者不了解实践、实践工作者不关注理论研究的 “两
张皮”的现象，形成教师专业发展中被简单化了的
“直线式路径”与复杂化了的 “曲线式路径”的不同
选择与行动 （图１）。作为中小学双语教师，他们希
望培训者能够教会他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熟稔的
教学技能与技巧，以便他们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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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用得上。这显然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 “工具
理性”［２］ （Ｐ２３）的追求并无二致，其结果必然是
人 （这是指接受培训的双语教师）的主体性消解，
使双语教师不会教学或者不知道应该怎样教学。

图１　发展性困境模式图

因此，在现实性的影响下，作为接受培训的双
语教师与作为培训者的双语教师对于培训问题本身

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培训者似乎看到了未来双语
教师培训和发展的最终的目标，而接受培训的教师
却对变革自我，提升自己双语教学能力与水平之路
充满困惑。他们不仅期待尽快提升自己的双语能
力，但又因为能力的限制与变革之路的孤立无援而
深感不安。特别是在教师成为研究者、到中小学去
做研究以及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等学校变革与教

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索的过程中，接受培训的双语教
师与培训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目标期待与路径选

择，致使接受培训的教师和培训者之间产生了相互
“不理解”、“不认同”的心态，使双语教师培训在
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平添了更多的不可能性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培训的质量与效益。

（三）面临双语教师培训效果的变革性困境
教师是从事教学的人员，是课程实施的组织

者、管理者、促进者、开发者和研究者。基于我国
双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国家积极推
动的双语教师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双语教

师的专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何高效率地培育
和培训一批适合双语地区双语教育所需要的教师，

正是目前双语教师培训实效性问题的关键。但任何
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
程，教育活动周期长、见效慢的特性使我们必须明
确，教育不能急功近利。更何况，教育实践本身是
一种文化传承的过程。有研究者认为：“绝大多数
的教育变革都需要３到５年的时间才能在一个较高
的水平上被实施。”［３］同样的道理，处于民族文化
包围圈的双语教师专业发展与能力提升难以提出一

个确切的时间表，甚至还面临一系列因变革而引起

的危险与不适应性。“当变革运动走向公众时，它
不但有机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者，同时它也面
临挑战，被迫在其中 检验和修正其价值。”［４］

（Ｐ６０）这就是双语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变革问题。
从现实来看，双语教师培训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使双语教育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双语教师专业发展
水平本有一个自我发展的 “最近发展区”，即双语
教师现有双语水平与通过培训获得的双语能力和水

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只有将双语教师培训当
做一个 “过程”对教师培训工作进行持续不断地支
持，直到双语教师完全可以进行独立的教育教学、
研究以及变革时，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才可以说完
成一个周期 （如图２）。这不仅是通过双语教师培
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美好愿景和发展可能，更是
双语教师专业发展中能力建设与自我变革中的不懈

努力。而当双语教师、培训机构或者教育管理部门
对双语教师培训工作划上 “克里希那穆提圈”时，
民族地区的教师就无法超越这一怪圈，从来看不到
它外面的东西……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私密的世界
里。教师培训部门在不知不觉中也小心翼翼地为自
己画了一个圈，筑了一堵墙，这个圈、这堵墙的名
字就叫 “现实性”。［５］

图２　变革可能性困境模式图

正如迈克·富兰所言：“变革是一个过程，而不
是一个事件———这是那些全身心研发一项革新或通
过一条法律而不去思考还必须做什么的那些人所学

习到的一个深刻的教训。”［６］ （Ｐ５４）但在双语教师
培训过程中发现，“事件”性情结在各教育行政主管
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具有浓厚的风气，他们热衷于在
多长时间内培训了多少人，这些人去哪里进行了培
训，有多少人通过ＨＳＫ汉语等级考试这类可以 “量
化”的业绩。但这种将双语教师培训当做 “事件”
来对待的观念与行为，并未对双语教师的双语能力
提升起到真正的积极作用，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使双语教师产生双语教师培训的倦怠情绪。
因此，在双语教师培训促使教师变革的过程

中，个人、组织机构逐渐理解了新事物、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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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运用它们时愈益熟练和有技巧。［７］ （Ｐ６）作
为变革的实践者，在变革中需要的是 “使之更合
理”而不是把变革 “工具化”，在 “学校、课堂和
学校系统中能够并且的确能够得到改进，促使这些
改进的因素既不特别怪异、不同寻常，也不十分昂
贵，能够被普通的学校……所掌握。”［８］当然，几
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的变革是从零开始的，说得绝
对一点，变革几乎没有捷径可走。

（四）面临教师双语能力提高与需求满足的能
力性困境

从根本上来说，双语教师的双语能力问题不仅
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教师工作胜任力问题。比
如，“新疆的小学教育与内地发达省市相比还比较
落后，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偏
低，专业水平和文化素质还亟待提高。”［９］当然，
这些学历不是依据教师第一学历 （或初始学历）统
计的结果，较多的教师通过继续教育等形式提升了
自己的学历水平，但与全日制大专学历水平还是有
明显的差距。亦即这组数据是宽口径统计的结果，
如果按照双语教师的第一学历状况来看，情况会更
加不理想。而这些能力的缺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教
师的专业能力提升。双语教师只有掌握了有关的专
业知识、专业技能，具备一定的双语课堂教学能
力，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双语课堂教学，保证教育
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当然，双语教育的语言能力也是另外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有研究者通过对青海、西藏、新疆不同
县区的调查了解到，藏、维聚居区 “双语型”教师
队伍建设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双语型师资严重短
缺，比如新疆疏附县缺双语教师９００名、青海同仁
县缺双语教师４００名、同仁县多福顿中学有专任教
师５２名，学过汉语文专业的教师一个没有；双语
师资合格率低，尤其是比较边远的贫困县，双语教
师合格率不到１０％；教师教学任务太重，缺乏学
习进修提高的机会。藏、维民族聚居区基本上都是
牧区和边远山区，居住分散，人口密度小，许多学
校一个教学班只有十多个学生、甚至几个学生，在
民族聚居区，从未学习过汉语、又从未参加过汉语
培训的教师占６８．１％；教学方法欠妥，除了阅读
课文外，９０％的教师使用民族语教 《汉语》。 《汉
语》课上成了识字课、翻译课。［１０］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美 国 教 育 考 试 服 务 中 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Ｔｓ）发表的 《教
师质量是教育的基础》对教师的质量作出如下界

定：“优秀的教师培训优秀的学生。这既是教学的
基本目的，又是评价教师的基础……有效的教学需
要四种类型的知识和技能：基本的学术技能、所教
学科的内容知识完全、普通的和内容具体的教育学
知识、面对面的教学技能。”［１１］的确，“在双语教育
系统中期望学生在学习终了时在任何场合都能使用

两种语言，该系统最终应该能够造就出能够这样做
的教师。”［１２］ （Ｐ１３１）这就要求双语教师具备足够
的 “双语能力”。而双语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指双语
教师所区别于其他普通教师的双语教育的职业素

养，是双语教师的教育理念、心理素质、学术水
平、从事双语教育工作的能力等多方面素养的综
合，［１３］ （Ｐ７２）也是教师职业素养、学科专业素养、
专业态度素养、专业精神素养以及教育专业素养等
的 “合金”。
在美国，中小学双语教师培训突出表现为崇高

的双语教育职业理想和正确的双语教育价值观、独
特的双语教育知识结构、较高的双语教育学术水
平、灵活的双语教育教学机智等方面。［１４］ （Ｐ９３）
这些素养和价值倾向正是构成教师能力性困境的根

本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些素养，如同冰山一样，深
埋在水面之下。一名教师的双语能力表现出的职业
资质、职业行为、职业技能等都与深埋在水面之下
的隐性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意识等素养密
切相关 （图３）。

图３　能力性困境模式

因此，双语教师培训需要解决两个非常关键
的、影响双语能力的核心问题，一是第二语言能力
问题———这是进行双语教学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教
师工作胜任力问题———这是当好老师的根本，也是
提高双语教育质量的保证。

二、我国民汉双语教师培训的突围

显然，民汉双语教师培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
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师培训的实效性，
也影响了担任双语课程教学的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正如困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必须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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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牢笼才得以回归大自然，双语教师培训只有挣脱
束缚双语教育的枷锁，才能够突出重围，获得新
生。纵观我国民汉双语教师培训的实践经验和相关
政策发现，进行双语教师培训的体制机制变革是民
汉双语教师培训突围的重要抓手，也是化危为机的
契机。

（一）建立多元化 “双语人”培养机制
从前文可以看出，生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

教师，其民族成分多为少数民族教师，从小深受本
民族文化的熏染，其思维方式、语言、地域文化、
风俗习惯、饮食结构等都镌刻着本民族文化的烙
印。他们不仅对本民族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也有丰富而又深厚的民族情感。在第二语言习得过
程中，学习者更多地将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来学习，
而对汉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习俗等了解甚少，对
民汉两种文化的共性方面的东西挖掘不够。这使得
“双语人”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容易产生学习
“他们”的语言的感受，且这里的 “他们”与 “我
们”是对立的，语言的学习目标是功利性。也正基
于此，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文化的不理解、不认同等
问题便成为 “双语人”在学习双语过程中的阻碍，
甚至会产生文化的 “冲突”。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与
母语者的句法加工机制存在本质差异，第二语言的
熟练度以及语言迁移对民汉双语教师的双语能力有

显著的影响。［１５］

针对这样的问题，改变以往单一的双语师资的
培养机制，一方面，积极鼓励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
学习汉语，接纳汉文化，加强双语教学的力度，办
好 “内地班”；另一方面，双语民族语言和文字也
可以作为汉族学生修读的第二语言，并通过一定的
专业培养，了解和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
等，这样不仅有利于强化双语师资的培养和双语教
育质量的提高，也可以加强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间
的融合与对话，更有助于工作和生活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同胞的学习、生活、工作
和文化融入。另外，还可以通过移民 （包括教师长
期流动）、经济刺激等政策，带动双语师资的培养
培训的质量提升与发展。

（二）建立大学专业引导下的职前职后双语教
师培养培训一体化机制

就民汉双语教师的培养而言，有民族地区高等
师范教育毕业生直接就业成为当地的师资力量和国

家专门设立的为民族地区培养双语师资的中心，如
“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等；就双语师资的
培训而言，培训层次主要有国家级培训、省 （区）

培训、州县培训、校本培训等，培训时间有短期培
训、中期培训、长期培训，培训内容有学历提升、
汉语言考试、新课程培训、学科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等；就实践基地培训而言，主要通过大学与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建立教师教育实践基地，以 “顶岗实
习”和在职教师进修的方式提高双语师资水平是一
种以培养培训为一体的新机制。这些举措对发展我
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
然难以突破双语师资短缺和质量不高的瓶颈。要破
解双语教师培训中的发展性困境，就要建立职前职
后一体化的机制。依托师范院校、教育行政、教
研、教师培训机构以及学校自身力量，通过政策、
专业、技术以及教学四个方面的支持，构建教师职
前职后一体化的培养培训机制，提升 “双语教育”
的质量与效率。比如，在政策支持方面，高等师范
院校发挥教育咨询的功能，教育行政部门发挥教育
领导的职能，为民汉双语师资培养培训提供政策上
的支持；在专业支持方面，高等师范院校通过自身
教师培养方式的变革积极与中小学联合，建立大学
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关系，通过中小学教师与大学
教师协作的导师团队、实训基地的建设与指导等，
加强职前教师培养的质量与效率，也为职后教师培
训提供专业支持；在技术支持方面，充分发挥教育
行政部门中的电教部门、师范院校的资源优势，加
快信息技术建设与资源优势整合，提高双语教师远
程培训资源的建设与使用能力；在教学支持方面，
立足中小学基地学校建设，通过导师团队、校本教
研中的听说评课等活动，加强职前职后教师培养与
培训能力建设，提高双语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

（三）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双语教师培训协同创
新机制

从国外双语师资的培养培训机制来看，美国和
加拿大都是实施双语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他们都强调高质量的双语教育取决于高质量的双语

师资。为此，美国通过政府和大学共建的 “在职双
语教师培训中心”开展双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通
过州和学区共建的 “在职双语教师培训中心”开展
双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通过州和学区举办的 “短
期讲习班”、“现场研讨班”开展双语教师的培养和
培训；通过社区和学校共建的 “在职双语教师培训
中心”开展双语教师校本培训。加拿大通过举办专
门的 “双语教育研讨会”培训在职双语教师；通过
大学举办的 “浸入式双语教师进修班”培训双语教
师；通过 “参观其他学校计划”的方式培训在职双
语教师。［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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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师资培养培训体制的弊

端是 “条块分割”、“各自为阵”。这种体制缺乏地
方政府与大学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中小
学之间的联系，使双语师资培养培训的管理部门和
培养培训机构之间壁垒森严，互不联系。这种体制
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之间的协

同创新优势，而且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在
当地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应充分发挥地方与师范院
校之间的合作，打破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缺失协作的
现状，冲破现有师资培训与培养上的枷锁，提高双
语师资之间的有效性。

（四）建立中小学为基础的双语教师实训基地
中小学是双语师资生活和成长的天然土壤，也

是双语师资实践的重要基地。以中小学为基础，以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为依托建立民汉双语教师

培训中心，建立和健全双语师资培训基地，将汉族
的教师或少数民族的教师引入该基地进行双语教育

的培训，尤其是加强他们在实践性知识和技能的训
练等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英国对
传统的教师培训模式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以中小学
为基地，以 ＢＥｄ （“教育学士学位”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ＢＥｄ）课程和ＰＧＣＥ （“研究生教
育证书”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
称ＰＧＣＥ）课程为主体的教师培训模式，积极促进
大学与中小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１７］对我国进行民
汉双语教师培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因此，与高等师范院校对接，建设双语师资培

训基地建设，建立职前职后双语师资培养培训一体
化的创新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协调国内外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强强联合，与地方政府深度融合，积
极探索民汉双语师资培养培训的新模式，还可以加
强高师院校在民汉双语教师教育方面的培养与培训

能力建设，而且将这些实训基地建设成为少数民族
双语师资培养培训提供永久、开放、便捷服务的高
层次专家支持平台、实践创新平台和数字教育资源
共享平台。

三、由困境与突围引发的思考

就民汉双语教师培训面临的 “四大基本”困境
而言，它们之间是密切相连的一个系统，四者之间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文
化 ‘场’”，这个文化 “场”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正
在发挥着一系列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
被民族文化层层包裹的 “保护之墙”、“文化之盾”，
将 “双语人”紧紧 “包裹”和 “保护”起来，里面

的 “人”走不出来，接受不了异文化的熏染，而外
边的 “人”被拒斥于本文化之外。这也正是民汉双
语师资培训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影响双语师资培
训的根本，更是孕育双语教育问题和产生双语师资
培训低效性的关键 （图４）。显然，民汉双语教师
培训困境与突围的问题实质上是 “矛”与 “盾”的
关系问题，解决中国本土的民汉双语教师培训问
题，就需要用体制机制创新之 “矛”来刺穿文化保
护之 “盾”，以破解双语教师培训中遇到的难题，
突破双语教师培训的瓶颈。

图４　 “四种困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文化性困境是根本性的困境，具有整体
性和全局性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其他困境的严重程
度。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化 “双语人”培养的创新
机制，立足多元一体的培养模式，通过不断濡化的
方式制定新的教师培养培训政策，从整体上突破教
师培训的瓶颈，可系统解决文化性困境问题。
第二，发展性困境是导向性的困境，具有直

观、直接和现实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
行政部门和双语教师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因
此，建立职前职后双语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机制，
加强职前教师培养的实践能力和双语水平，连接职
后教育，通过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以双语教
师需求为基点，变革教师教育体制。
第三，变革性困境是基础性的困境，具有基础

性和隐蔽性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师的双语能
力与水平，影响着教师的专业能力与认知取向。因
此，建立以中小学为基础的双语教师实训基地，使
接受培训的教师不要远离本土，扎根在课堂之中进
行全方面的培训，一方面接受理念的洗礼，另一方
面接受实践的熏陶，使教师的学科知识、关于学生
的知识、教学方法的知识以及教学情境的知识在实
践中得到活化。
第四，能力性困境是针对教师对培训的现实性

的认识而来的，也是导向性的困境，但与发展性困
境相比，具有间接、隐蔽和思辨的特点，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着教育行政部门和双语教师的价值取向

和追求目标，更影响着双语教师培训的投入程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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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双语教师
培训协同创新机制，积极发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

教育领导职能，进一步推进双语教师培训的实效性
建设与教师双语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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